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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影响因素

———基于西部10省1297户的实地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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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既是助力搬迁群众稳定增收、加速社会融合、化解致贫返贫风险的

关键,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要义。基于西部10省

1297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综合评估后续扶持政策成效

并进行区域优先序评价,进而剖析后续扶持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并立足情景化的个体生存状态,从多维

视角探寻政策实施效果的异质性及其成因。研究发现:第一,后续扶持政策效益存在显著地区差异,大致

呈现“西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第二,非农生计、社会资本和内生动力是政策效果得以跃升的关键;

第三,进一步讨论得知,农户收入层级与政策效益呈正相关关系,且安置区类型、社会资本差异和性别差异

均会影响后续扶持政策效益的稳定性。为此,各地后续扶持工作应完善升级安置区配套基础和公共服务

设施;多管齐下加快发展主导产业,加快推进群众经济社会融入步伐;激活群众自我发展内生动力;出台和

优化差异化的后续扶持政策,增加搬迁群众的主观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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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是进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后的核心要义之

一,是防止规模性返贫的重要政策抓手。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也要求“深化易地搬迁后续扶持,

完善易地搬迁集中安置区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指出要“研究推

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衔接并轨”。“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

可持续发展。易地搬迁至城镇后因人口增长出现住房困难的家庭,符合条件的统筹纳入城镇住

房保障范围。”[1]可以说,从生存环境恶劣地区迁向生产生活条件相对更好的区域只是第一步,搬
得出的问题基本解决后,多层次、精准化的后续扶持和帮扶政策才是助力改善经济条件、推动更

充分更稳定就业、加速社会融合、化解致贫返贫风险的关键所在,也是迈向新征程新起点确保脱

贫群众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的工作重点。为此,继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系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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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承担易地搬迁任务的各省市自治区及地方政府也先后出台具体政策措施,压实后续扶持主体

责任,精准施策,细化路线图,聚焦发力,不断取得新成效。

西部地区聚集了375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9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分布了全国一半以上

的贫困人口,承担了全国三分之二的易地搬迁任务,搬迁总人口达779万人,占全国移民搬迁总

人口的81%[2],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易地搬迁后续扶持任务任重道远。因此,聚焦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底线,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调研数据,系统测度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成效,分析后续扶

持政策效益的异质性,探究影响因素,不仅有助于激发群众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共同富裕,

也对讲好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故事、分享中国特色脱贫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及理论逻辑

(一)文献综述

搬迁移民作为重塑生存空间扭转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性措施,不仅是中国精准扶贫的关键

手段,也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工具[3]。纵览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学术史,国内外

学术界聚焦易地搬迁的影响[4-5]、移民家庭生计[6]、后续扶持及政策等领域研究,形成了一批代表

性的观点。

一是易地搬迁实施效果研究。从关注的结果变量看,易地搬迁表现出显著的减贫效应和增

收效应。搬迁政策实施后,家庭贫困发生率明显降低,农户收入结构更加优化[7],生产生活条件

持续提升[8],自我发展“造血”功能增强,贫困脆弱性骤减[9],给未搬迁群众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效

应。同时,搬迁降低了农户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及资源的攫取[10],移民的生产和消费行为成为农

村环境变化的直接驱动力,有利于生计策略调控与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但正如测度贫困

不应仅限于收入视角,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实施效果也应从收入、教育、医
疗、社会福利等多个维度来开展。

二是搬迁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从微观角度来看,村级公共服务、家庭禀赋、居住条件

等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产生了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11];再从宏观角度来看,搬迁方式、

后续帮扶模式、政策环境等,同样影响政策实施效果以及搬迁群众的经济、社会适应。但由于搬

迁群众无法较快实现生计能力的提高及生产生活方式、文明素质等的“能力城镇化”和“素质城镇

化”,短期内可能会面临失业风险、生计风险、社会融合困境等多种社会稳定风险[12]。

三是搬迁后续扶持研究。由于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的实施时间不久,关于政策效果评估

的学术研究相对薄弱,现有文献大多基于搬迁群众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展开,从经济和社会两大层

面大致划分为搬迁群众的生计恢复力、经济适应及社会适应问题。从实践来看,物质、社会资本

积累水平以及环境卫生、健康服务可及性等均是搬迁户提升生计恢复力的前提和基础[13],尤其

是农村普惠金融的多元化发展也有助于加速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14]。

鉴于此,后续扶持工作要重点关注搬迁群众原有的生产体系、经济策略、就业增收,以及生产生活

方式的重建和社会关系的重塑[15],积极提供就业援助措施和具体技能培训,确保农户在取得非

农收入同时还可获得稳定财产性收入[16],同时要重视开展社区建设项目,优化资源配置,以渐进

式的社会互动带动安置区与周边社区的良性互动,方可真正实现乡村振兴与安置社区的可持续

发展[17]。需要说明的是,受时间长短不一致的影响,易地搬迁对农户生计提升具有一定的滞后

性,但随着后续扶持工作的扎实推进,搬迁对农户生计的正向促进作用将越发凸显[18]。

综上,当前学术界对于易地扶贫搬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梳理政策演变,评估搬迁带来的生

态和经济效益,并从生计发展和社会融入的角度提出优化建议,这为本文提供了有益思路和启

示。但由于各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有先后,政策成效研究稀有,仅有的文献多围绕特定维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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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搬迁户所处的真实场域,割裂了现实世界的整体性。鉴于政策实施绝非

千篇一律,厘清实施效果有利于对各类安置区和搬迁农户精准分类,进而精准施策、精细管理,实

现政策效用最大化。同时,在持续巩固脱贫成果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节点,新一

轮的配套帮扶政策能否真正发挥效能仍需要深入探讨。

基于此,本文基于西部地区10省区21县(市)1297户易地搬迁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结合

已有理论基础、指标构建和评价方法,对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及农户生产生活实际情况进行定

量研究,可能的研究贡献如下:一是基于学术史梳理科学构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指标评价体

系,综合评估西部10省区后续扶持政策成效并进行区域优先序评价;二是深入剖析后续扶持政

策效果的影响因素,找准问题的症结;三是立足情景化的个体生存状态,从多维视角对政策的实

施效果进行异质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力求为提升搬迁农户幸福感、巩固拓展脱贫

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和接续推进后续安置管理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转移提供启示。

(二)理论逻辑及分析框架

易地搬迁兼具减贫发展、生态保护与社会和谐等多重目标,通过改善贫困人口生存和发展的

资源禀赋,实现迁入地在交通、医疗、文化教育等生产生活条件有明显改善,利于搬迁群众就业创

业,提升家庭和个体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加速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需强化后

续扶持政策干预,在新的生活环境中赋予搬迁群众应有的权利,增强其经济和社会适应能力,提

高获得感与满意度。

具体而言,搬迁后续扶持旨在提高搬迁群众经济收入、扭转其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19],

提升搬迁后在教育、健康、生产生活等维度的自我发展能力,提高搬迁农户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及时实现“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这意味着,后续扶持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促进搬迁农户生

计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基本需求理论”释义[20],一个家庭处于贫困状态主要是因为其收入不足

以维持最低生计条件。易地搬迁改变了搬迁农户的生计资本存量和结构,后续扶持工作的扎实

推进为农户创造了更充分、更有效运用其生计资本的机会和条件,农户基本的经济福利或生活水

平得以提高。在此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作用不可或缺。社会资本理论认为,搬迁农户凭借政治身

份优势、关系网络规模优势以及非农优势[21],显著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促成后续搬迁政策的有效

实施。随着易地搬迁和后续扶持工作的有序推进,农户由区域位置偏远、基础设施条件落后、公

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弱势状态,转变为能够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更便捷的医疗服务、更安全的

住房条件、更绿色的生活方式[22],搬迁家庭的可行能力随之提高。最终,经济、社会、政治、文化、

生态等多个维度的生产生活质量有效改善,搬迁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得到极大提高。基于上述

理论逻辑,构建如图1所示分析框架:

图1 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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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指标选取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特征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课题组于2022年1—3月对甘肃、宁夏、青

海、陕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10省区开展的易地搬迁后续扶持专题调

研。此次调查以结构化的入户问卷调查为主,以半结构化的个别访谈(村干部、驻村支部书记等)

作为补充,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每个省随机选取2~3个县,每个县随机抽取3~4个安置村

(社区),每个安置村(社区)抽取20~40户农户,充分保证调研样本的代表性和科学性。问卷涉

及四方面内容:家庭成员信息和农户个体基本情况、易地搬迁详细信息与搬迁前后的主观感知和

家庭生计、搬迁安置区建设情况以及搬迁后续扶持情况。在对数据进行清洗和处理之后,剔除被

访谈对象表述不清、全家外出务工、户口消亡等无效问卷,最终获取有效问卷1297份,其中搬迁

贫困户样本1129个,占样本总数的87.05%。根据调研整体情况得知,西部地区大多省市着眼

推动新时代特殊类型地区振兴发展,聚焦产业、就业、社会融入,扎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工作,且已初见成效。但搬迁后的人口空间分布上表现为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和互嵌式社会结

构,后续帮扶措施和社区治理体系尚在完善之中。

表1为调研样本的人口学描述性统计结果。从受访搬迁家庭户主性别、年龄构成及民族构

成来看,搬迁家庭的户主以男性(88.1%)为主,40~60岁是主要的年龄区间,多数搬迁家庭负担

较重、负担率较高;汉族占比58.4%,与少数民族(41.6%)差距不大;92.5%的受访户主为小学和

初中学历,高中及以上学历仅占7.5%;搬迁后非农就业成为主要的职业类型,但农户加入合作社

的状况不容乐观,搬迁区域村级合作社规模偏小、结构单一,未能有效地带动搬迁户增收和发展

现代农业;在政府政策扶持的条件下,90%的农户搬迁意愿较强,安置区类型主要包括新建社区

集中安置(28.6%)、整村搬迁集中安置(27.5%)、行政村内就近安置(17.6%)等8种安置方式。
表1 搬迁农户的基本特征

样本特征 样本特征值

性别 男(88.1%);女(11.9%)
年龄 <45岁(28.7%);45~60岁(52.7%);>60岁(18.6%)
民族 汉族(58.4%);少数民族(41.6%)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41.7%);初中(50.8%);高中(5.1%);本科及以上(2.4%)
职业类型 农业(17.3%);非农业(66.8%);兼业(15.9%)

是否加入合作社 是(12.3%);否(87.7%)

搬迁年份 2015年以前(35.3%);2016年(12.3%);2017年(13.1%);2018年(22.1%);2019年(12.8%);
2020年(4.4%)

搬迁意愿 非常不愿意(0.2%);比较不愿意(2.0%);一般(7.8%);比较愿意(38.8%);非常愿意(51.2%)

安置区类型
依托小城镇或园区安置(4.2%);行政村内就近安置(17.6%);整村搬迁集中安置(27.5%);新
建社区集中安置(28.6%);乡村旅游区安置(6.7%);分散安置(5.8%);集中供养安置(1.9%);
自建房(7.7%)

  (二)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一个能全面反映后续扶持政策的指标体系是衡量和评估政策效果的基础。首先,家庭

生计资本存量和生计结构是农户谋生、获取收入的基础,是农户发展潜力和适应能力的直观反

映[23],更是体现政策效果的最直接指标。其次,安置区具有较高质量的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为

防止返贫、巩固拓展脱贫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亦是反映后续扶持成效

的关键[24]。再次,良好的社区治理不仅有利于搬迁群众融入新社会,也有助于推动基础设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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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等一系列治理工作开展。最后,搬迁群众的心理认知和评价是政策效果的充分体现[25],需将

其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遵循上述原则,结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3部委印发的《关于印

发2020年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采用后续扶持评价、家庭生计、安置区

建设、社区生活、生态环境、公共服务以及农户心理认知等7个维度32个二级指标刻画搬迁后续

扶持政策效果,具体见表2。
表2 西部地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后续扶持评价

产业扶持得分X1 农户对安置区产业扶持政策落实评价得分1~10
就业扶持得分X2 农户对安置区就业扶持政策落实评价得分1~10
教育建设得分X3 农户对安置区教育建设政策落实评价得分1~10
社区治理得分X4 农户对安置区社会治理政策落实评价得分1~10

家庭生计

生活支出占比X5 衣食住行支出/家庭总支出

职业类型X6 1.农业;2.非农业;3.兼业;4.赋闲

生计来源渠道X7 1.农业;2.务工;3.财产性收入;4.转移性收入

基本生活保障X8 1.无保障;2.基本无保障;3.有部分保障;4.保障力度较大;5.保障极大

安置区建设

债务负担X9 债务(自筹成本)可负担性

人均居住面积X10 安置房总面积/家庭总人口

居住满意度
(水电路网)X11

1.非常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信息公开程度X12 1.非常差;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非常好

交通便捷程度X13 1.非常不方便;2.比较不方便;3.一般;4.比较方便;5.非常方便

公共服务

教育条件X14 1.无提升;2.基本无提升;3.有部分提升;4.提升较大;5.提升极大

文娱设施满意度X15 1.非常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就医方便程度X16 1.非常不方便;2.比较不方便;3.一般;4.比较方便;5.非常方便

医疗满意程度X17 1.非常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购物环境改善程度X18 1.无改善;2.基本无改善;3.有部分改善;4.改善较大;5.改善极大

社区治理

邻里关系X19 1.不和谐;2.比较不和谐;3.一般;4.比较和谐;5.非常和谐

政治信任X20 1.没有信任;2.比较没信任;3.一般;4.比较信任;5.非常信任

干部定期走访X21 1.没有;2.较少;3.一般;4.较多;5.经常

社会治安X22 1.无保障;2.基本无保障;3.有部分保障;4.保障力度较大;5.保障极大

休闲娱乐场所X23 1.非常差;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非常好

居住环境

清洁能源推广程度X24 1.非常差;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非常好

污水处理X25 是否有统一的垃圾处理场所:1.是;2.否

垃圾处理X26 是否集中处理生活污水:1.是;2.否

生态环境X27 1.非常差;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5.非常好

厕所类型X28
1.公共厕所;2.传统旱厕;3.冲水厕所(未达到无害化要求);4.卫生
厕所(达到无害化要求)

农户认知

信息获取渠道X29 信息获取渠道种类

政策了解程度X30 1.非常不了解;2.比较不了解;3.一般;4.比较了解;5.非常了解

搬迁满意程度X31 1.非常不满意;2.比较不满意;3.一般;4.比较满意;5.非常满意

生活幸福程度X32 1.非常不幸福;2.比较不幸福;3.一般;4.比较幸福;5.非常幸福

  (三)模型设定

1.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效果影响因素的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OLS模型识别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影响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理论逻辑,结合王伟

军[26]、申云[27]等学者的观点,选取非农生计、社会资本、内生动力、安置点特征作为解释变量,家

庭特征、社区特征作为控制变量,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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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β0+β1Ai+β2Bi+β3Ci+β4Di+β5CVi+εi (1)

其中,F 为被解释变量———后续扶持政策效果得分,Ai、Bi、Ci、Di 为四类解释变量,分别代

表非农生计(非农化程度、劳动力流动情况)、社会资本(亲戚中干部或公务员数、社会网络)、内生

动力(未来生活信心)与安置点特征(新建社区集中安置、分散安置、集中供养安置)。β0、β1、β2、

β3、β4、β5 为待估系数,CVi 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家庭特征(性别、年龄、家庭负担率、受教育程度

等)与社区特征(交通可及性与村务参与),εi 为随机扰动项。
表3 解释变量的含义与描述性统计

类别 维度 变量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后续扶持
政策效果 F 主成分测算的后续扶持政策效果得分 -0.003 0.320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非农生计

社会资本

内生动力

安置点特征

家庭特征

社区特征

非农化程度

劳动力流动情况

生计策略

亲戚中干部或公务员数

社会网络

未来生活信心

安置方式

性别

年龄

家庭负担率

受教育程度

健康状况

风险冲击

搬迁类型

交通可及性

村务参与

非农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 0.789 0.617

1.本村不流动;2.村外县(区)内;3.县(区)
外市内;4.市外 2.385 1.133

0.赋闲;1.纯农型;2.生计多样;3.非农型 1.891 0.675
亲戚中在政府部门就职(包括村干部)的人数 0.554 1.669
礼金支出金额的对数 7.999 1.044

1.没有信心;2.比较没信心;3.一般;4.比
较有信心;5.非常有信心 4.019 0.645

新建社区集中安置 0.286 0.452
分散安置 0.053 0.225
集中供养安置 0.019 0.138
户主性别:男=1;女=0 0.881 0.324
户主年龄大小 50.818 19.212
家中14岁以下和65岁以上人口占劳动人
口的比例 0.518 0.611

家庭成员平均接受教育年限 5.778 3.540

1.非常差;2.比较差;3.一般;4.比较好;
5.非常好 3.633 0.941

是否有重大事故发生:1.是;2.否 0.212 0.409
是否为搬迁贫困户:1.是;2.否 0.870 0.336
家到村主要公路的距离:1=一里之内;2=
二到五里;3=五里以外 2.737 0.547

是否参加本村集体事务(如村民会议):1.
是;2.否 0.273 0.446

  2.后续扶持政策效果的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搬迁人口作为一个明显的异质性群体,接受政策干预存在差异,文章进一步采用分位

数回归方法进行研究,以捕捉分布位置的结果差异、非中心位置的形状变化,从而获得更好的拟

合效果和更加稳健的回归系数。借鉴Chernozhukov& Hansen在普通分位数回归模型基础上

提出的工具变量分位数回归模型(IVQR),设定如下:

Y=D'α(U)+X'β(U),U|X,Z~Uniform(0,1) (2)

D=δ(X,Z,V) (3)

τaD'α(τ)+X'β(τ) (4)

其中,Y 在本文中为结果变量后续扶持政策效果;D'α(τ)+X'β(τ)是τ的严格递增函数,α与

β为待估系数,τ为条件分位数;U 为随机变量,聚集了影响方程结果的所有未观察到的因素,服

从(0,1)上的均匀分布;D 是由式(3)确定的内生变量向量,X 表示外生变量,Z 是工具变量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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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既不属于式(2)中的控制变量,又独立于扰动项U,但通过(3)影响变量D;V 是一个未被观测

到的扰动向量,它与U 相关并决定D,而相应的系数则由δ来表示。

三、结果与分析

(一)搬迁后续扶持政策评价

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32个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将其转化为较少的、互不相关的综合指

标,即为主成分,以此办法对西部10省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成效进行定量评估与排序。运

用SPSS23.0软件分析得知,KMO值为0.805,Bartlett检验对应p 值小于0.01,表明原有变量适

合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特征根和因子贡献率(篇幅受限,相关表格省略)。按照累计方差贡献率

是否超过60%、特征根是否大于1,以及碎石图的走势,最终保留7个主成分,此时的累积方差贡

献率为67.718%,因子分析结果较为可靠。进而基于主成分载荷系数矩阵对主成分得分系数进

行计算,分别得出各省份及各安置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效果综合得分,并对上述7个主成分

的方差贡献率进行加权求和,最终得到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效果评价的综合得分。

1.西部地区各省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效果评价

由表4可以看出,四川省综合得分为1.525,位列第一,说明四川省后续扶持工作取得了重要

阶段性成果。2021年,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获评后续扶持

工作成效明显的区域,获得了国务院的督查激励,为后续工作争得更多的资金和项目支持。青海

省、贵州省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综合得分次之,分别为1.188、1.130、0.092,显示出“高质量统揽

‘十四五’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全力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的政策引领作用。值得

注意的是,这四个省份的后续扶持评价(F1)、安置区建设(F2)、居住环境等其他主成分得分同样位

居前列。综合得分较低的三个省份为西藏自治区(-0.497)、甘肃省(-0.999)和重庆市(-1.544),

得分最高的省份与得分最低的省份之间差值高达3.069,可见西部地区各省份之间搬迁后续扶持

政策实施效果存在差距,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此外,各省份在社区治理因子

(F4)和公共服务因子(F5)的得分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不充分”的短板愈发明显。

综上,西部10省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取得一定成效,社区治理、公共服务已成为未来后

续扶持政策效果实现跃升的中坚力量,但政策落实情况各异,需多措并举推动后续扶持政策落地

落细,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
表4 各省份后续扶持政策效果综合得分

地点 F1 F2 F3 F4 F5 F6 F7 F 排名

四川省 1.757 1.216 0.517 -1.154 1.069 1.583 0.111 1.525 1
青海省 0.968 -1.566 1.762 -0.087 -2.370 -0.950 0.342 1.188 2
贵州省 1.315 -0.544 -0.820 2.164 0.140 0.491 2.015 1.130 3

宁夏回族自治区 -0.991 -1.363 1.096 -1.177 -0.887 1.750 0.871 0.092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0.044 0.010 -0.118 -0.115 -0.006 -0.004 -0.104 -0.079 5

陕西省 -0.618 0.363 -0.456 -0.007 0.848 -0.596 0.405 -0.349 6
云南省 -0.198 1.157 -0.725 0.573 0.350 -0.588 -1.477 -0.467 7

西藏自治区 -1.020 0.644 0.601 -0.789 0.368 -0.574 -0.423 -0.497 8
甘肃省 -0.562 -0.675 -1.608 0.772 -0.169 -1.120 -0.834 -0.999 9
重庆市 -0.695 0.758 -0.249 -0.181 0.656 0.009 -0.907 -1.544 10

  2.西部地区各安置区后续扶持政策评价

表5为西部地区不同类型易地安置区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效果得分及排名。从不同类型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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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区来看,新建社区集中安置式综合得分最高,为1.940,分散安置(插花式)和集中供养安置得分

次之,分别为0.678和0.193,表明社区基础设施完善、拥有较强社会关系网络的搬迁地区后续扶

持政策成效较为明显。总的来说,新建社区集中安置、分散安置(插花式)、集中供养安置类型的

搬迁产业、就业增收、基层治理、公共服务等重点工作成效持续向好,相对均衡。但三种安置区的

社区治理和搬迁家庭的农户生计扶持成效不显著,未来应完善社区治理机制,优化社区服务格

局,补齐社区服务设施短板,促进搬迁农户持续增收。自建房、整村搬迁集中安置、行政村内就近

安置的搬迁后续扶持政策评分不尽如人意,安置区环境治理仍有着相当大的提升和改革的空间,

需在新能源推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灾害防治等卫生设施补短板或扩能升级项目上,优先安排

相关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表5 不同安置区后续扶持政策效果综合得分

安置区类型 F1 F2 F3 F4 F5 F6 F7 F 排名

新建社区集中安置 -0.325 -0.486 -0.937 0.995 -0.919 -1.257 0.925 1.940 1

分散安置(插花式) -2.151 0.981 -0.436 0.081 1.563 -1.542 -1.289 0.678 2

集中供养安置 0.569 -0.591 -0.036 0.774 -0.740 -0.269 0.864 0.193 3

依托小城镇或园区 1.108 1.194 1.578 -0.078 0.881 0.735 0.288 -0.118 4

行政村内就近安置 0.714 0.095 -1.044 0.141 0.839 0.113 -0.015 -0.311 5

乡村旅游区安置 0.383 0.110 -0.587 0.667 -0.521 0.023 0.177 -0.315 6

整村搬迁集中安置 -0.235 0.605 0.047 -2.186 0.083 1.090 -1.734 -0.587 7

自建房 -0.063 -1.907 1.415 -0.395 -1.185 1.108 0.785 -1.479 8

  (二)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分析扶持政策的影响因素,结果如表6所示,各模型回归结果整体显

著,拟合程度较好。

模型1体现了控制变量对后续扶持政策的影响程度。由于搬迁地区女性多处于弱势地位,

缺乏对政策的认知与思考,因此性别对于政策成效影响并不显著甚至为负。户主年龄对政策成

效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较为年长的户主在决策时往往更加细致全面且能积极响应政策。

家庭负担率每提升1个单位,政策成效平均降低0.9%。受教育年限和健康状况对政策成效的影

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二者每增加1个单位,可分别使政策成效平均提升1.3%和9.2%。风

险冲击对政策效果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平均影响程度为5.5%,影响系数在1%及以上水平显著。

与非扶贫类搬迁相比,由政府主导的搬迁更能提高后续扶持政策成效,这表明政府对于易地搬迁

的帮扶措施宣传更到位,能较快打破政策与搬迁户之间的信息壁垒,便于搬迁户充分把握和利用

政策机会。就社区特征而言,村务参与对政策效果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交通可及性在1%的

统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交通可及性显著提高了政策实施成效,更有助于政策落地

实施。

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看,非农化程度对政策实施效果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每提升1个单

位,会促进政策效果提高7.3%。易地搬迁存在空间位置的重置效应、培训机会的获得效应、发展

环境的改善效应以及农户内生发展动力的提升效应[28],加快农户形成以非农生计活动为主体,

多项生计兼业发展的生计模式,更能积极回应搬迁后续扶持的多元化配套政策。劳动力流动情

况对政策效果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究其原因,可能是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导致搬迁地区青

壮年人才流失,返乡创业、带动群众发展主导产业的人越来越少,阻碍政策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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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型3的回归结果看,在加入社会资本变量之后,非农生计劳动力流动情况对政策效果的

影响在5%的水平上显著,且亲戚中干部或公务员数与礼金支出对政策效果的影响在1%的水平

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丰富的社会资本、有效的社会网络能增强家庭获取、处理、利用各

类信息资源和社会关系资源能力,更有利于农户把握就业机会和非农经营途径等后续扶持政策。

从模型4的回归结果看,在加入内生动力变量后,非农生计与社会资本对政策效果的影响程

度无明显变化,均在1%的统计水平显著。搬迁农户内生动力对政策效果的影响显著为正,未来

生活信心每提升1个单位,会促进政策效果提升25.1%,充分体现出易地搬迁不但丰富了农户所

必备的物质基础,更通过能人效应、“传帮带”等举措激活了农户内生驱动力[29],推动农户充分利

用搬迁后续扶持带来的政策机遇,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模型5的回归结果看,在加入安置点特征变量后,非农生计、社会资本内生动力对政策效

果的影响系数为正,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而安置方式对政策效果影响并不显著,可

能原因在于三种安置方式均在短期内对农户生产和生活造成一定冲击,导致农户面临人力资本

失灵和生计转型的压力,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存在滞后性,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能明确。
表6 后续扶持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非农化程度 ——— 0.073***
(0.013)

0.075***
(0.013)

0.077***
(0.010)

0.078***
(0.010)

劳动力流动情况 ——— 0.012
(0.007)

0.014**
(0.007)

0.021***
(0.006)

0.022***
(0.006)

亲戚中干部或公务员数 ——— ——— 0.024***
(0.005)

0.017***
(0.004)

0.017***
(0.004)

社会网络 ———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未来生活信心 ——— ——— ——— 0.251***
(0.010)

0.249***
(0.010)

新建社区集中安置 ——— ——— ——— ——— 0.011
(0.015)

分散安置 ——— ——— ——— ——— 0.045
(0.030)

集中供养安置 ——— ——— ——— ——— 0.031
(0.048)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069***
(0.068)

-1.118***
(0.068)

-1.092***
(0.067)

-1.768***
(0.062)

-1.753***
(0.063)

Observations 1297 1297 1297 1297 1297
R-squared 0.234 0.255 0.289 0.471 0.513

  注:***、**、*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受篇幅限制,控制变量的

估计结果不作展示,如有需要请向作者索取。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本文通过更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在非农生计

维度中以生计策略替代劳动力流动情况,在社会资本维度中以亲戚中从事非农就业人数替代亲

戚中干部或公务员数,在内生动力维度中以家庭存款替代未来生活信心,对模型估计结果进行进

一步检验。据表7可知,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测度方法,各变量的符号方向及显著性水平基本

一致,证明实证结果较为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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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模型9

非农化程度 0.075***
(0.013)

0.072***
(0.013)

0.069***
(0.012)

0.070***
(0.012)

生计策略 0.040***
(0.011)

0.043***
(0.011)

0.040***
(0.011)

0.040***
(0.011)

社会网络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亲戚中从事非农就业的人数 ——— 0.008***
(0.001)

0.007***
(0.002)

0.007***
(0.002)

家庭存款 ——— ——— 0.066***
(0.016)

0.063***
(0.016)

新建社区集中安置 ——— ——— ——— 0.033*
(0.018)

分散安置 ——— ——— ——— 0.096***
(0.035)

集中供养安置 ——— ——— ——— 0.083
(0.057)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207***
(0.074)

-1.185***
(0.073)

-1.237***
(0.073)

-1.208***
(0.074)

Observations 1297 1297 1297 1297
R-squared 0.260 0.293 0.302 0.308

四、进一步讨论

易地搬迁后续扶持的政策效果是在综合各因素基础上表达的主观结果。但由于搬迁人口是

一个明显的异质性群体,对特定政策的处理、干预或者刺激的反应方式不同,评估易地搬迁后续

扶持政策效果,不仅需要考虑收入视角,更要从多维视角对政策效果进行异质性分析,这是评估

政策是否成功的关键。
(一)后续扶持政策效益的收入层级差异

为直观体现农户收入层级与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效益的相关关系,绘制搬迁农户对数收

入与政策效益得分的散点图,并进行初步拟合。根据图2可知,对于西部地区的受访搬迁农户,
收入层级差异带来的政策效益变化是显著的,收入层级越高,获得的政策效益越高,对数收入每

增加1个单位,政策效益得分上升0.07484。

图2 搬迁农户收入与政策效益得分的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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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选取0.1、0.3、0.5、0.7、0.9五个分位点进行收入异质性分析,具体回归结果见表8。
表8 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OLS Q_10 Q_30 Q_50 Q_70 Q_90

非农化程度 0.058*
(0.031)

0.069
(0.071)

0.107
(0.076)

0.098**
(0.038)

0.073*
(0.040)

0.022
(0.050)

劳动力流动情况 0.048***
(0.015)

0.032
(0.030)

0.056***
(0.019)

0.073***
(0.018)

0.072***
(0.015)

0.059**
(0.023)

亲戚中干部或公务员数 -0.033***
(0.011)

-0.027
(0.017)

-0.023
(0.024)

-0.036*
(0.020)

-0.004
(0.013)

-0.013
(0.020)

社会网络 -0.022
(0.056)

0.006
(0.080)

0.009
(0.057)

-0.007
(0.074)

0.018
(0.070)

-0.049
(0.082)

未来生活信心 0.020
(0.030)

-0.026
(0.040)

-0.011
(0.044)

0.020
(0.031)

0.050
(0.033)

0.065
(0.048)

新建社区集中安置 -0.050
(0.041)

-0.195***
(0.054)

-0.195***
(0.044)

-0.077***
(0.043)

0.032
(0.047)

0.182**
(0.075)

分散安置 -0.121
(0.079)

-0.465*
(0.267)

-0.166
(0.119)

-0.041
(0.177)

0.103***
(0.038)

0.080
(0.191)

集中供养安置 0.027
(0.149)

-0.140
(0.518)

0.041
(0.176)

0.063
(0.192)

0.081
(0.211)

0.637**
(0.262)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9.264***
(0.265)

8.134***
(0.337)

9.302***
(0.329)

9.413***
(0.377)

9.739***
(0.287)

9.981***
(0.386)

Observations 962 962 962 962 962 962

  从表8的结果来看,除内生动力外,非农生计、安置点类型以及家庭特征维度层面的核心解

释变量,在不同收入层级搬迁农户产生的经济效益均存在差异。具体来讲:
(1)非农化程度越高,中低收入层级农户的搬迁政策效益越好。从OLS结果来看,非农化程

度对搬迁后收入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提升农户非农收入占比有利于易地搬迁政策的效

用发挥。图3也表明,非农化程度的回归系数变化趋势为先上升后下降,且回归系数在0.1、0.3、

0.5处的大小明显高于0.9分位,印证了非农收入对中低收入搬迁农户的重要性。一方面,受收

入水平低下、家庭生活保障不足的影响,搬迁后的低收入层级农户离开原居住地后,丧失了以农

业为主的收入来源,非农化程度较低的农户享受的政策效益也就越差。另一方面,收入层级较高

的搬迁农户,收入来源多样性明显更高,对非农化程度的依赖度也就越低,导致高分位点的系数

与显著性明显降低。
(2)劳动力流动范围越大,农户的搬迁后收入越高,并且这种政策效益对中高收入层级农户

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从表8分位数回归结果来看,劳动力流动水平在OLS模型和分位数模型中

都对搬迁后收入产生了显著正向效应,并且正向系数随分位点呈现递增趋势,即收入水平更高的

搬迁农户,劳动力流动的正向影响越大。原因主要来自于劳动力流动比例的收入层级差异,高收

入层级的农户通常家庭成员中的劳动力比例越高,进而劳动力流动范围对这类农户的影响也更

明显。
(3)易地搬迁政策效应受农户家庭特征的影响较大,且在不同收入层级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性。首先,家庭负担程度对搬迁效应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且各个分位点均通过了显著性检

验。图3表明,回归系数随着收入层级的提升而下降,即低收入搬迁农户对家庭负担更敏感,容
易对搬迁政策效益产生不利影响。其次,搬迁效益也受限于农户的家庭规模,即家庭规模越大,
搬迁效益越差,与家庭负担率产生了相似结果。最后,从图3可知,易地搬迁的政策效益也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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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教育程度影响,收入层级越高,受教育程度的正向影响就越大。其根源在于农户收入本身与

教育年限呈正相关关系,高收入层级农户的教育年限普遍越高,因此得到的搬迁政策收益也

越高。
(4)从其他解释变量来看,交通状况在各个分位段均未能对政策效益产生显著影响,甚至对

于0.9分位区域的农户产生了负面影响。说明目前易地搬迁区域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仍然相对

滞后,对搬迁政策产生的积极效果还有待商榷。而村务参与在两个模型中均显著提升了易地搬

迁政策效益,回归系数在0.5分位数达到峰值,说明村务参与对中等收入农户的正向促进作用要

高于两端经济水平的农户。原因可能在于中等收入人群在居住地区的村庄集体事务参与率更

高,而低收入水平的搬迁农户对集体事务的参与率更低。

注:篇幅所限,此处仅绘制在各分位点显著的部分解释变量

图3 分位数系数变动图

(二)易地搬迁安置区类型对后续扶持政策效益的异质性分析

在前文的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效果评估中,已经发现安置区类型对后续扶持政策具有差

异性影响。那么,在政策综合评分的影响因素方面,安置区类型又将如何产生外部作用呢? 本部

分进一步通过分组回归模型,考察了不同安置区情况下政策综合得分的变动情况。

从表9的结果来看,新建社区集中安置组别的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明显高于其余两种搬迁方

式。在集中安置模式下,非农生计系数上升到0.09,社会网络变量的系数上升到0.033,并且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在新建社区集中安置的搬迁方式下,后续搬迁扶持政策效用更易

受到非农生计和社会资本的影响。而在分散安置的模式下,仅有劳动力流动一项变量的系数显

著为0.093,说明该类安置区的农户的综合生活水平依赖于家庭内部劳动力的流动水平,劳动力

流动的人口越多,流动范围越大,后续扶持政策的效益也就越高。在集中供养安置的情况下,非
农收入比例也成为对政策效用的显著正向变量,并且交通基础设施变量和风险冲击的显著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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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较高,说明在该类安置区,后续扶持政策效用依赖于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并且对外部风险冲

击的抵抗性较差。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目前集中安置农户一般是无土安置,农业经营收入相对减

少,即便是有土安置,由于农户土地数量的减少及种植的不方便性,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也在减

少。其次,由于农户搬迁时政府给予农户一定的就业岗位,如进行搬迁时部分民族地区政府对每

个安置的家庭至少提供一个非农就业公益性岗位,以此来保障农户搬迁后的生活保障,但这只是

短期的数量上升,由于搬迁后农户的各项成本在上升,如水电费、物管费、煤气费及各种生活必需

品的费用,导致收入虽然上升但农户的可支配收入却下降,更加依赖非农收入。而分散安置主要

采取插花安置方式,由政府回购空置房、自主外出务工、投靠亲友等进行安置,在迁入地也更容易

实现非农就业,对外部各项干扰因素的抵抗力更强,后续扶持政策也更易实施。
表9 安置区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政策效果得分

集中安置 分散安置 集中供养安置

非农化程度 0.090***
(0.018)

0.083
(0.050)

0.075**
(0.030)

劳动力流动情况 -0.008
(0.010)

0.093***
(0.034)

-0.015
(0.047)

社会网络 0.033***
(0.008)

0.077
(0.048)

-0.062
(0.057)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社区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587***
(0.201)

-1.566*
(0.847)

-1.814**
(0.654)

Observations 292 53 39
R-squared 0.635 0.836 0.839

  (三)社会资本差异对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效益的异质性分析

上述研究发现,农户的社会资本积累与后续扶持政策效用呈正相关,那么不同社会资本存量

农户的政策稳定性是否存在区别呢? 为回答这一问题,在此延续前文的社会资本定义,即社会资

本是指农户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及社会网络,这里主要指农户拥有的社会人脉关系等。按照社会

资本的定义,将社会资本变量以5分位数为界,分为高社会资本和低社会资本两个组别进行回归。
表10显示,对于缺乏社会资本的农户,后续政策成效更易受到非农生计的影响,而高社会资

本组劳动力流动的回归系数更大。与此同时,低社会资本组的搬迁农户更容易受到交通基础设

施和教育的影响,在其余控制变量方面两组的系数与显著度基本一致。总的来看,低社会资本组

的政策效益更易受到外部变量影响,体现出潜在的不稳定性。
由于社会资本较差而造成的后续政策效益变化可能来自于搬迁农户的特殊性。从短期来

看,一方面,大多数的搬迁农户来自于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对于拥有丰富社

会网络的农户家庭来讲,在政府的合法范围内,自主搬迁应该早于集体搬迁,仍然留在原住地的

都是遭受相对排斥和相对剥夺、信息资源匮乏、风险脆弱性较高,并且具有一定的“死板性”的农

户,其生产生活的灵活性较差,因而其可能的社会资本存量也不足。另一方面,搬迁完成后,由于

自身的“死板性”和地域文化差异,农户可行能力低下,能够直接灵活对接外界的可能性较小。从

农户的心理层面来讲,搬迁农户很难直接融入到“新”的生活区域,其身上总是有着“搬迁户”及
“外来人”的烙印,无法与外界直接接轨,导致其生活交际圈子变得更加窄小。但从长远来看,在
政府的一系列后续扶持政策帮助下,搬迁农户对新事物接受程度不断增强,社会资本总值将会提

升,出现一个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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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不同社会资本组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低社会资本组 高社会资本组

非农化程度 0.079***
(0.017)

0.061***
(0.020)

劳动力流动情况 0.009
(0.014)

0.020***
(0.007)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社区特征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2.325***
(0.240)

-1.670***
(0.127)

Observations 244 704
R-squared 0.727 0.477

  (四)性别差异对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效益的异质性分析

在前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中,性别变量的系数与显著度并不明显。尽管没有统计学意义,但从

回归系数为负的结果可以推断,造成该结果的原因在于搬迁地区女性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普遍

低于男性,在制定家庭生计策略、响应政策方面处于弱势地位。本部分的分组回归进一步证明了

该结论的可靠性。从表11的结果来看,男性样本的后续政策效益更易受到外部变量的影响。具

体来讲,男性样本更受益于劳动力流动、非农收入比例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变量,而女性样本该

部分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与之相对的,男性样本的家庭负担和外在冲击系数均为负且均

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女性样本该两项变量的回归并不显著,意味着男性样本的家庭负担与

风险抗性相对较差。

造成的这种现象主要在于,男性拥有相对丰富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对易地搬迁后续扶持

政策的敏感度和响应度更强,有助于获得最大化政策效益,而女性样本在完成搬迁后,更倾向于

减少劳动时间,从而有更多时间照顾家庭。从后续扶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倾向来看,政策资金也

更便于增加搬迁男性的工作机会,从而提高政策利用率。
表11 性别分组结果

变量
(1) (2)

男性样本 女性样本

非农化程度 0.073***
(0.013)

0.116
(0.129)

劳动力流动情况 0.018***
(0.007)

0.026
(0.026)

社会网络 0.015***
(0.005)

-0.007
(0.014)

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社区特征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550***
(0.185)

-1.718**
(0.732)

Observations 859 859
R-squared 0.574 0.730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分不同维度评价了西部地区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效果,并对政策效果进行异质性分

析,进而探究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不同省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政策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大致呈现“西北高西南低”的空间分

261



布特征;基础设施完善、社会关系网络健全的搬迁地区后续扶持政策成效普遍较好;社区治理、公
共服务得分存在两极分化现象。

2.搬迁农户具备较高的非农化程度、充足的社会资本以及强劲的内生动力是后续扶持政策

效果得以跃升的重要因素,但短期内,搬迁仍会对农户生产生活、社会融入等造成冲击。

3.进一步讨论得知,搬迁农户收入水平越高,获得的后续扶持政策效益越高,且安置区类

型、社会资本差异和性别差异均会影响后续扶持政策效益。具体而言,新建社区集中安置、高社

会资本的搬迁家庭,以及搬迁男性群体更有利于政策效益的发挥。

基于上述结论,聚焦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目标,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加
快推动大型易地搬迁安置区融入新型城镇化,确保搬迁社区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能掉队,各地

后续扶持工作需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第一,完善升级安置区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一是统筹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

服务资源配置,提档升级安置区基础设施,优先支持产业、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建设,重点补齐

或扩能升级水电路信气、消防安全等环境设施,为各类安置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提

供更加便利条件。二是加快推动防止返贫帮扶政策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政策并轨步

伐,因地制宜出台细则,优化落实防止返贫监测帮扶机制,全面保障搬迁群众的养老保险、最低生

活保障、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义务教育公平等合法权益,实现公共保障资源有效配置和效率提升。

三是实现安置区后续发展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结合,加快推进大型城镇安置区及配套设施

融入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实现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包容、可持续发展,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促进共同富裕。

第二,多管齐下加快发展特色主导产业,推进安置区经济社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一

是强化主导产业培育和就业扶持,夯实安置区生产生活与基层治理的经济基础,以此提高搬迁群

众生活质量和品质,进一步优化“第一地理资本”,挖掘放大“第二地理资本”,实现自然、人力和物

质等资本的优化组合,拓宽不同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优化路径。二是加快优化新社区制度环境,

营造多元包容的文化气氛,借助各种民族文化活动、精神文明建设等促进搬迁群体中贫困家庭与

非贫困家庭、搬迁人口与原住人口的融合,增强文化自信。引导搬迁家庭积极融入迁入地经济社

会生活圈,加快推进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增强安置群众的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和向心

力,强化中华民族的共同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其要从社会保障、生态改善等多个维

度着力推进经济社会融入,进而真正实现安置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及时动态掌握易地搬迁

农户的多样化需求,保障因时因地持续性的政策供给,将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协同运用,高效、

合理配置安置区转型发展的各类资源。

第三,激活群众自我发展内生动力。一是注重内外部帮扶主体的有效对接,发挥政府、社会

组织、市场、帮扶企业等多元主体的联动作用,同频共振提升搬迁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二是做

好农户多样化需求与后续扶持政策的匹配,提供系统化精准化的技能培训,增加政策性就业岗

位,推动农户自身发展与外部帮扶相得益彰。三是塑造吸引投资和农户创业的良好外部环境,通
过可选择的、培育性的、非强制性的扶持政策供给,赋予农户充足的表征性空间,增强非农就业的

内生动力,提升搬迁群众的主观福利,强固迈向共同富裕的凝聚力。

第四,动态调适出台差异化的后续扶持政策。一是结合乡村全面振兴实施进展适时调整安

置区后续扶持政策,充分利用“过渡期”内“四个不摘”的政策和生计空间的“自我繁育”带来的非

农就业机会,尽力避免“贫困空间集聚”对非农就业造成冲击,缓解因搬迁导致的人力资本失灵和

生计转型压力。二是积极拓展安置区就业渠道,强化对安置区内脱贫家庭、政策兜底家庭、零就

业家庭、残疾人等帮扶力度,引导分散安置和无土安置类型的群众实现劳动力转移,发挥非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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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社会资本的溢出效应,充分释放后续扶持政策效益。三是加快补齐补足安置区内民生短板,

提升非农就业市场对安置区小农、弱农劳动力的包容性,特别是周边和社区内部要将公益性岗

位、社区用工等多向弱势群体倾斜,据实提高待遇,切实解决其生计困难,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底线,不断增进搬迁群众福祉,让各族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推进共同富裕在行动、在身边,迈向中

国式的现代化有盼头、有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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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andFactorsoftheFollow-upSupportPoliciesforRelocation:
BasedontheFieldDataof1297Householdsin10WesternProvinces

WANGZhizhang1,2,3,LIURuiling2,YANGKefan4
(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2.CenterforStudiesofEducationandPsychologyofEthnicMin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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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YiliNormalUniversity,Yining8350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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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follow-upsupportworkforrelocationisnotonlycrucialinstabilizingandincreasingtheincomeofthere-
locatedpopulation,acceleratingsocialintegration,andresolvingtheriskofpovertyandpoverty-returning,butalsoes-
sentialinconsolidatingandexpandingtheachievementsofpovertyalleviation,effectivelyconnectingthemwithruralre-
vitalization,andpromotingtherealizationofcommonprosperity.Basedonthemicro-surveydataof1297households
from10provincesinWestChina,thisstudyuses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andinstrumentalvariablequantilere-
gressionmodeltocomprehensivelyevaluatetheeffectivenessoffollow-upsupportpolicies,conductregionalprioritye-
valuation,andthenanalyzetheinfluencingfactorsoftheeffectiveness.Thisstudyhasthefollowingfindings.(1)There
aresignificantregionaldifferencesintheeffectivenessofsubsequentsupportpolicies,roughlyshowingaspatialdistri-
butioncharacteristicof“highinthenorthwestandlowinthesouthwest”.(2)Non-agriculturallivelihoods,socialcap-
ital,andendogenouspowerarethekeyfactorstoimprovingtheeffectivenessofthepolicies.(3)Furtherdiscussionre-
vealsthatthereisapositivecorrelationbetweenfarmersincomelevelandpolicyeffectiveness,andthatthetypesofre-
settlementareas,differencesinsocialcapital,andgenderdifferencesallaffectthestabilityoftheeffectivenessoffollow-
upsupportpolicies.Therefore,follow-upsupportworkinvariousregionsshouldimproveandupgradethesupporting
infrastructureandpublicservicefacilitiesinresettlementareas,developleadingindustriesinmultiplewaystoaccelerate
thepaceofeconomicandsocialintegrationofthepeople,activatetheendogenouspowerofthepeopleforself-develop-
ment,andintroduceandoptimizedifferentiatedfollow-upsupportpoliciestoincreasethesubjectivewell-beingofrelo-
catedpeople.
Keywords:relocation;follow-upsupportpolicies;evaluationofresettlementeffect;preventlarge-scalerelapseintopover-
ty;sustainablelivelihoods;ruralcomprehensive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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